
                                       或問 WAKUMON 145 
No.14,（2008）pp.145-154 

 

 

 

 

 

日本汉文小说《啜茗谈柄》研究  

                  罗 小东 

 

 

[摘要]《啜茗谈柄》为日本江户时代后期（19 世纪初）汉学家蓝泽祇所著。本文主要分析了

《啜茗谈柄》的叙事内容及其叙事特点。认为该作品主要受影响于中国古代的志怪体小说，

但因时代与民族的不同，小说仍不失自己的文学品格。这种品格一方面体现在渗透于叙事内

容中的日本民族所特有的对社会人生的价值态度、情感意识和审美取向，另一方面也体现在

作为日本汉文小说家，其在对异国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某种文学自觉。 

[关键词] 啜茗谈柄 日本 汉文 小说   

 

在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日本的各级学校——江户幕府的昌平学问所、各藩藩校、乡塾、私塾

等，都开设了汉字汉文教育，中国文化对日本知识阶层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知识界人士不仅在

政治和伦理观念上接受了儒家文化，而且连书写的文字也变成了汉字。这期间，许多文人运用汉

字创作了大量汉文作品，其中既有诗歌，也有小说和散文。《啜茗谈柄》的作者蓝泽祇，宽政四年

（1792）生于日本新泻县柏崎市，字子敬，号南城。十五岁时，蓝泽祇前往江户求学，历时十年，

主要学习经书和诸子。二十八岁时，蓝泽祇离开江户，在越后开设了私塾三余堂，讲授汉学，历

时四十一年，直至去世。四十一年间，蓝泽祇共教授学生 707 名，留下的主要著作有《南城三余

集》等。 

《啜茗谈柄》写成于文政十年（1827），关于《啜茗谈柄》的成书，作者有《自序》一篇详

细谈及： 

 

自余开馆于此，于今十年。七郡之髦士，挟策操觚，相从游者几满门。论道讲书之余，恐其

或淫于围棋诸戏，于是乎每五日洗沐，使各话诡怪可喜之事，以搅其情。或辞以寡闻，余曰：

“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皆曰：“喏。”乃各举其于乡里尝所闻见而话之，颇可

喜者，吾从旁笔记之，题曰：《啜茗谈柄》。客有孔圣以不语怪难之者，余应之曰：“子独不闻

汉武之事乎！汉武每幸宫馆，使学士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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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于己。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言可喜，譬如女工有

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喻、鸟兽草木多闻之

观，贤于娼优博弈远矣。’有味哉言也！今余于此篇，亦以此意耳，子岂以孔圣不语怪为括囊

不谈乎！”尝对季桓子以土木水石之怪，其谓之何。 

 

可以看出，《啜茗谈柄》是蓝泽祇在讲授汉学之余，与学生讲谈“诡怪可喜之事”，并在此基

础上经过整理创作而成的作品。《啜茗谈柄》共两卷，卷一收入作品 9 篇，卷二收入作品 5 篇，如

此有限的篇目，不可能是四十一年来“相从游者几满门”的蓝泽与学生们“讲谈”以消磨课余时

光的全部记录，那么是何种原因使蓝泽做出取此而舍彼的选择的呢？我以为主要原因当在于作者

为本书所做的审美定性，那就是它必须是作者所认可的“诡怪可喜之事”，不“诡怪”者不录，“诡

怪”而不可喜者亦不录。在卷二《百塚记》条后，作者还有一自注，其云：“以上友人所口传，皆

实录也，其余所闻尚多，然大抵无根之言，余不取焉。”显然，这里的不取“无根之言”的取舍标

准，与《自序》中所标举的“诡怪可喜之事”，存在着某种龃龉。在我们寻常的观念中，诡怪总是

和超现实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如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中的鬼魂、精怪、神仙一类，而这种超现实

的想象，从实质上说，当属于“无根之言”。但是，在志怪小说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一般

是不会将鬼神怪异视为“无根之言”而予以排斥的，其原因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盖当时以为

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1
两汉史

书已不乏鬼神怪异的记载，至六朝，“张皇鬼神，称道灵异”
2

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有鼠衣冠从穴中出，在厅事上语曰：“周南，尔某月某日当死。”

周南不应，鼠还穴。后至期，更冠帻绛衣出，语曰：“周南，汝日中当死。”又不应，鼠缓入

，更成为一时风气。有“良史”之称

的干宝，不仅写史著，而且也写志怪小说，甚至称自己写《搜神记》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

所以对于干宝而言，把“无根之言”的鬼神怪异视为一种可信的真实，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

蓝泽祇作《啜茗谈柄》，他的创作主旨是怎样的呢？换言之，在排斥“无根之言”和选择描写“诡

怪可喜之事”之间，作者是如何统一的呢？ 这就有必要对《啜茗谈柄》的叙事内容作一基本分析。 

在《啜茗谈柄》的 14 篇作品中，以动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占了 5 篇。谈动物而涉怪，这在中

国古代志怪小说可谓比比皆是，六朝时期的《列异传》、《搜神记》、《甄异记》、《幽明录》、《搜神

后记》等志怪集记载了鼠、鲤鱼、獭、狐狸、龟、鲛、鸭、虎、猴、鹿等十几种动物成精做怪的

故事。这些故事皆以动物幻化为人、与人交往、最后原形毕露为叙事核心，如《列异传》所记老

鼠做怪的故事：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 2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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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须臾，出语曰：“向日适欲中。”鼠入复出，出复入，转更数，语如前语。日适中，鼠曰：

“周南，汝不应，我复何道？”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视之，具如常鼠也。 

 

鼠而衣人衣，说人语，如此怪诞不经，但作者却言之凿凿，谓其就发生于历史人物中山王周

南身上。把“无根之言”与历史嫁接，无疑可以使小说在精怪故事所营造的神秘氛围下获得一种

人化的审美意蕴：人若能坚守自我，就能抵御外来的无端伤害。这样的小说显然很难把它看成纯

粹的为语怪而语怪的作品，它的奇异想象，当有人类社会生存经验作为其思维的逻辑起点。 

然而，《啜茗谈柄》所写的动物小说，其意趣却与中国古代动物志怪小说相去甚远。试以其《刺

大鼠话》篇为例： 

 

蒲原郡东中野里价庵，大鼠诧焉。虽有来往者，及见之，必襆被而去。故庵无定主，随住随

代，终至于门无跫音。某藩之士，得戾于君，去而祝发，其为人魁梧多力，闻庵无主来住焉。

昏暮点佛龛灯，坐诵经，大鼠从屋上投地，偷眼视，大如犊。须臾，人立于龛前，弄鬚持颐，

趯然跳梁，旁如无人，僧心怒其轻侮己，而强忍诵经。既上屋去，僧亦灭灯。寝中夜，剥啄

有声，晨起欲爨，淅米尽空。僧益怒，自顾：“身已戒杀生，然彼狡矣，妖鼠害亦大矣，余而

不下手，谁敢者，不如除之，以为后住也。”乃窃怀匕首，以俟昏暮。及点灯，鼠复来，僧瞑

目诵经，佯为不知者，以窥其动静。比稍进近前，直起搚之。鼠胆故怯，避易欲躲去，僧疾

跨其背，扼喉刺之，血淋漓从刃流，卒断取其臂与鬚，埋尸于庵后。鬚长数尺，如大铁箸，

臂大三围长称焉。與板之人某家，请藏之。好事者四方来观，云：“僧已诛鼠去，不知所之，

尔后住者，皆云犹（有）大鼠出，如狸奴之大，其次者，亦复异于众鼠云。” 

 

“话”者，故事也。在这篇小说里，鼠的怪异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大如犊”般的

硕大无比。为了加深读者对大鼠的直观感受，在故事主人公刺杀大鼠后，叙事者还特地对大鼠的

断臂、断鬚作了夸张性的描写——“鬚长数尺，如大铁箸，臂大三围长”。二是鼠居然“旁如无人”

般“人立于龛前，弄鬚持颐，趯然跳梁，”并且一夜间将主人公的“淅米”剥啄尽空。鼠大如此，

鼠胆本怯而敢“旁如无人”如此，就难免使见之者惊骇恐惧，致使寺庵长久以来成了一座无定主

的空庵，直至因“得戾于君，去而祝发”为僧的故事主人公出现，才将此“妖鼠”杀死。 

同为写鼠怪，两相比较，可以发现两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意趣之异。虽然后者也彰显和褒扬

了人可胜“怪”的意志和力量，但它所描写的“怪”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怪”，是一种在现实基

础上作了文学性夸张和拟人描写的“怪”，这种“怪”，既能给人以“诡怪可喜”的审美愉悦，又

不是为作者所不能接受的“无根之言”，而这正是作者在创作中所标举并坚持的审美标准的奥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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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啜茗谈柄》的其他几篇写动物的小说，大体也与《刺大鼠话》相似。如《大蜥蜴记》，作者

先以虚笔写人们传言中的大蜥蜴：“其所曳尾，压田秧而倒之，阔武如马迹”，既而以夸张之笔正

面写“大沼之民某”在耘田时所见之大蜥蜴：“其面似连驎龙而无角，豁开大口，赫然一嘘，口中

至颔下，赤如朱。”最后作者还意犹未尽，继续用夸张笔墨写某被大蜥蜴惊吓后的狼狈状：“某狼

狈失措，扶服而逃，五色无主。既归，馈不食，寝不寐，三日始复。”与上篇之写鼠一样，此篇写

蜥蜴之怪，也是从夸张蜥蜴之大落笔的。由此而看，在作者蓝泽祇的心目中，大概动物之怪，主

要是以其是否大于寻常为标准，当某物大到远异于寻常时，便可视之为怪了。在这样的趋向于现

实的怪异观引导下形成的夸张性的文学审美描写，自然很难再具有如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所普遍具

有的由幻化奇思而带来的神秘感。因为六朝志怪的幻化奇思，从本质上说，它不属于文学，它所

蕴含着的是自然万物日久皆能成精可化的神秘主义的幻想，它上承着的是远古时期万物有灵的原

始观念，当这种观念为小说家所信奉，这种幻想为小说家所秉承，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小说，就具

备了一种难以为后世所模仿和营造的幽邃神秘的意蕴和氛围。 

与写动物相关的还有两篇写龙的作品。龙是中国远古初民创造的图腾，在后世，龙的形象被

不断赋予新的象征内涵。在汉代刘向所著的《列仙传》里，有关于龙与黄帝的描写，其云黄帝“有

龙形”，并引据《仙书》云黄帝“铸鼎于荆山之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帝乃升天”，这当然

是汉代的神仙家们把远古关于龙和黄帝的传说进行了重新整合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可以由此而看

出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它是神圣的、高贵的。日本而有龙的传说，是中国龙文化影响所致。

《七窝记》写岁旱人们“雩而不雨”时，会向清津河里的龙投去“腐臭汙秽物”求雨，而每当此

时，天空就会“云雷暴起，大雨倾注。”在这里，龙依然是掌管雨水的神灵，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人们向它“供奉”的祠物竟然是“腐臭汙秽”之物。《七窝记》的主体叙事，是写龙与“好渔猎”

而“暴恶残忍”的某藩之役的一场恶斗。龙除了掌管雨水，还是“麟虫”之长，“龙之所栖，必水

清而鱼聚焉”，某藩之役闻七窝多鱼而来，并欲竭泽，故龙与之展开了殊死恶斗。某知七窝为神渊，

投罟前先“罩硝铝于炮筒”以备之，当龙“撠而遏之”时，某“即倒筒发之”，霎时间，“波浪狂

沸，龙怒而兴”，某狼狈弃罟曳筒而逃。在这场人龙之战中，龙是胜利者——在追逐某时，龙“矫

首嗔目，吐毒焰而进，绝地咫尺”，威风凛凛，但龙的神性到底有限，它居然不察某就“伏窜于积

薪之下”，而被某“从薪下拟之，复发一炮”，中了右目，不幸成了一条“眇目龙”。《七窝记》所

记故事，当来自于日本民间传说，所以蓝泽祇笔下的龙，代表着日本人对龙的认识。作者在该则

叙事后有议论曰：“今某残忍，欲竭泽渔，故龙遏之乎，然龙亦与残忍之人争，以眇其目，是其未

神者乎！”日本的龙，乃“未神”之龙，与中国人心目中的龙相比，它已经脱略去了神圣和高贵的

品质。 

《佛塔示死兆记》和《活佛略传》是两篇与佛教有关的作品。前一篇云蒲原龙谷慈光禅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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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为“灵区”，因为其寺下涧水“时出石”，当有“形类墓塔者出”时，“则住持上人之死不远”，

如因“恐怖而逊位于他境者，犹可以延龄”，“如曰‘死生由命’而不去者，未尝有及五稔也。”而

且塔之大小，还象征着主持之德，或有“称善智识者，及其塔之出，人人始知其不得真正果也”

——“其或猖狂自恣，有花和尚之目者。”但“命之短长”与德之有无并无关系，“或有不德而多

历年所者”。把这篇小说称为小说，或许并不恰当，因为它既无情节，也无人物，有的只是对传说

中的慈光禅寺寺下那片怪异的涧水之石的描写。作者通过这个描写想传达一种怎样的意蕴呢？按

照佛教的缘起论，任何一个因都是因生的，任何一个缘都是缘起的，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

因果相符，果因相顺。但是被称为“灵区”的慈光禅寺所兆示的迹象种种却与此不甚符合：“猖狂

自恣”的花和尚类，虽然不德，却有可能长寿；即使“形类墓塔者出”，“住持上人”也有可能因

逊位于他境而得以“延龄”，小说正是以其怪异的描写寄寓了作者对佛教教义的怀疑——“不德而

能长其世”，“虽佛祖亦未能洞识”。 

《活佛略传》写一位“修行清苦”的法师，因其“修行特进”，被世人尊称为“活佛”。“活

佛”一日圆寂而去，尸身“暴露在外数十日，俨然结跏如雕刻佛像一般，未尝寸许腐烂”，于是引

来远近信众敬拜。有一恶徒对“活佛”公然不敬，遭到现世报：在其用鎗子“搠透了活佛左肩”

后，被活佛“血淋漓”流血的尸身吓倒在地，化为一块顽石。如果说《佛塔示死兆记》内涌着的

是作者由现实佛教界的混乱而导致的困惑思考，那么，《活佛略传》则是一篇劝人信佛尊佛的宣言。

两篇小说主旨似乎相左，但我们不难读出它们内蕴中的某种一致，那就是佛法可信，但修行须真。 

除了以上怪异色彩较为浓厚的作品，《啜茗谈柄》还有一些历史人物传记和纪实性的作品。《鲭

石君传》写八石山城主上总介净广和北条城主毛利丹后之间的恩怨争斗。小说的前半部分完全是

实写，上总介净广骁勇而有仁慈之心，被民称为“鲭石君”，毛利丹后恐其势成逼己，急欲除之。

作者先突出描写了鲭石君武勇而有智谋的一面——从丹后的动静断定其将采用“壅绝涧水”，以火

攻己的办法，便大胆唱起空城计，“盛鑿米于数百汲器，使士卒覆之于栅外之地，时方署甚，谍遥

望以为播水灌地”，使丹后上当放弃了攻击计划。鲭石的败亡在于他的仁而失智。丹后深知难以对

鲭石战而胜之，转而采用“和亲”之计，虽然丹后之女“淑贞”事夫，且告诫鲭石“君与妾父有

婿舅之亲，然父之志，不可测也。”但鲭石不听从妻子劝告，丧失了警惕，被丹后假为设宴杀死。

小说的后半部分以浪漫笔法写冤死的鲭石君复仇的意志。他“幽魂为变雷震，数摧北条之郭木。

君介胄执麾，见于云中”，不及一年，丹后及其党羽皆亡。当地百姓“畏而神之”，为建“雷镜大

明神”庙和“瑞龙山净广寺”。然“每秋月夜时，或见妖火陆续从北条飞向八石，其最光者如月，

其次渐渐少减，最后者如星，其迹曳白而过，……又樵八石者，时或见素甲之士数百，结阵出谷，

冉冉登天，建云旗，曳霓旆，挥霍而去，一瞬间忽湮灭云。”这样的复仇幻象，雄壮而怪异，对此

作者做出了自己的现实理解，其云：余“时登故城游览焉，山势屈蟠，气縈纡不畅，似于含冤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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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者焉。”高耸绵延的山峦，縈纡鼓荡的山气，确实与素甲“结阵出谷”、“建云旗，曳霓旆”的想

象十分相宜，但我以为最关键的还在于这种想象浸染着灵魂不灭的民间意识和冤死者必当复仇的

民间情绪，正是这种意识和情绪的灌注和激发，才酿出了这一天地间极有声色的复仇幻想。 

属于纪实性的作品主要有《斗牛会记》和《北越天变记》等篇。准确说，这两篇作品与上述

诸篇的区别不啻在于它们的纪实性，最重要的是它们实际上属于不同的文类。《斗牛会记》写的是

居于金仓东麓之民的斗牛习俗，它没有人物，没有故事，只是描写了此地斗牛习俗的起因和斗牛

会上的热闹壮观场景，属于散文体裁。《北越天变记》则是记载发生于文正戊子年间北越七郡的一

场大地震，文中用类似于列表的形式详细记录了各郡村落死伤的人畜、房屋数量等，迹近新闻体。

集中这些非小说篇什的收录，说明作者对“小说”这一文体的基本特性还缺乏真正的把握。 

一般而言，《啜茗谈柄》是一部偏于志怪的笔记小说，但从其两卷的内容看，作者对小说集的

基本框架缺少整体的考虑和安排，他大概只是按照讲谈中的时间先后来排列那些他认为既属于“诡

怪可喜之事”、又并非“无根之言”的故事，而在排列时并没有考虑到故事的不同类型或不同题旨，

所以对所收入的小说缺少起码的门类区分，这样的小说辑撰方式，显然还残留着讲谈以消遣的痕

迹。但是，由于从讲谈到小说，其间不仅存在着载体形式转换的差别——从民间传说到用文字写

成的小说，而且还存在着语言文字转换的差别——从日语到汉语，所以虽然《啜茗谈柄》是基于

民间传说而写成，但经过这两次转换，它已经滤去了民间传说的粗糙，而融进了作为汉文小说家

的日本作家的文思和文采。 

作为汉文小说，《啜茗谈柄》在文体上主要接受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影响。笔

记小说在写作上，着重于记录，是以“志”为尚的，这从诸多笔记小说的书名即可得到印证，如

《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冤魂志》等（在这里，“志”、“记”同义。）而笔记小说所叙

之事，多为“里巷闲谈辞章细故”3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经》。与客对食，言及变化之事，客曰：“事毕，先

生作一事特戏者。”玄曰：“君得无即欲有所见乎？”乃嗽口中饭，尽变大蜂数百，皆集客

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张口，蜂皆飞入。玄嚼食之，是故饭也。又指虾蟆及诸行虫燕雀

之属使舞，应节如人。冬为客设生瓜枣，夏致冰雪。又以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

于井上呼之，钱一一飞从井出。为客设酒，无人传杯，杯自至前；如或不尽，杯不去也。尝

之类，题材的细小琐屑决定了其体制的短书性质，故大多数笔

记小说的篇幅都比较短小，它在叙事上一般不追求完整和长度，或者一个片断，或者一幅素描，

即使一些篇幅相对较长的作品，其叙事风格也大体如此，不同的只在于它是将若干个互相间没有

关联的事件通过人物勾连起来，带有以短章相缀成篇的特点。如《搜神记》卷一“葛玄”条： 

 

                                                        
3 （清）纪昀《四库全书·小说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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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主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宁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

书符著社中。顷刻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鱼乎？”玄复书符掷水中，须

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治之。 

 

小说文本的主旨是想宣扬道教徒葛玄所具有的超自然神力，它的主要情节构件有三个，一是

葛玄可以将口中之饭变为大峰，二是葛玄可以使撒落于井中的银钱一一飞出，三是葛玄可以用符

书招来大雨和大鱼。从小说的叙事目的看，这些情节构件的存在或许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没有足

够多的关于葛玄变化物事的描写，葛玄的超自然神力就难以凸显，所以在这里，情节的叠加一方

面较好地达到了叙事的目的，另一方面它也在客观上增加了文本的长度，扩大了文本的篇幅。但

小说本身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情节只有简单的人物对话，缺乏必要的细节描写和情节间的

勾连铺垫，从而给小说留下了干涩、简单、缺少细腻和血肉的遗憾。这种遗憾，可以说是很多笔

记体小说所共有的通病。 

在文体上主要模仿笔记体的《啜茗谈柄》，也继承了笔记小说的这种叙事风格，如《猎夫多

四郎话》： 

 

多四郎者，鱼沼人，性悍犷，好山猎。提铳赢粮，跋涉山，穷谷迹，（觅）犲狼熊猪，或弥旬

不还，粮尽，射狐兔、麋鹿，脟割而食。一日，于松野山谷见大蟒蛇驱鹿，鹿茀然挺走，窜

朴丛中。蛇缭绕其丛数围，气息狰狞，张巨口，吐毒舌而窥焉，双眼如镜。多四郎隐身于岭

树间，手铳蓬蒙，视定操持，审参连，欻发机栝，蛇颠倒，唬吼而毙，声震山谷，朴丛摧矣，

赤崖陀矣，蓋贯蛇之颈而绝喉云。乃斩其首以归，大如盘盂。又尝猎于八海山中虚谷，豃谺

不闻鸟声，老树蟠焉，怪石倒焉。忽见老叟扶杖踞石，尨眉黄发，被薜罗，意谓是必山精木

魅之类，非人也。发铳射之，不中，其人呼曰：“止，我是山僧，厌世之尘埃，住于此绝境。

荣枯以辨春秋，望弦月以知朔望，至今数十年。”详语其乡里、姓名，蓋多四郎亦尝闻此僧入

山之初，于是敬服跪拜而去。又尝于深山，见气如白虹者，广轮数十丈，跨谷徐而察之，如

银绳结网，一狡兔走投其中，网粘著如胶，忽有物从岩穴迸出，大如牛马，口吐银绳，拮据

以掩兔，于是始知是大蜘蛛。提铳踌躇久，顾虑一发不毙，恐害我无益，不如己即逃而归云。

口技师燕姿闻多四郎口语，来为余述如此。 

 

这篇小说也是由三段情节组成：杀蛇、遇山僧、遇大蜘蛛，三段情节之间没有因果联系关系，

叙述者在引入新的情节时，用的是程式化的叙事词语“又尝……”，可以想见，只要还有被作者认

为足够称得上是“诡怪可喜”的事件，小说就可以无限制地延长下去，这样的情节勾连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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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拙的。从情节叙述的角度看，这篇小说也是以概述为主，三段情节都只是主人公山猎活动的一

些片断，情节刚刚开始，很快就奔向了结局，如遇山僧一段，当写到多四郎“发铳射之，不中”，

山僧向多四郎道出自己的来历，作者仅用“详语其乡里、姓名，蓋多四郎亦尝闻此僧入山之初，

于是敬服跪拜而去”几句简单概述，就匆匆结束了情节，缺乏对人物活动（动作）的详细描写。 

当然，如果和中国六朝的笔记小说相比，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特点所在。如前所言，六朝小

说受史著的影响，以“志”为尚，重在记录，所以它的叙事只追求对事件的发生和结局的交待，

而并不追求主要人物和事件之外的笔墨溢出，而《啜茗谈柄》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有所不同的趣味。

仍以《猎夫多四郎话》为例，写多四郎杀蛇，叙述的重心无疑是在多四郎方面，从多四郎看见大

蟒蛇、到多四郎如何将蟒蛇杀死，只要把这个过程叙述清楚，记录就可视为完成。然而我们来看

文本的具体描写，会发现许多溢出的笔墨：“于松野山谷见大蟒蛇驱鹿，鹿茀然挺走，窜朴丛中。

蛇缭绕其丛数围，气息狰狞，张巨口，吐毒舌而窥焉，双眼如镜。多四郎隐身于岭树间，手铳蓬

蒙，视定操持，审参连，欻发机栝，蛇颠倒，唬吼而毙，声震山谷，朴丛摧矣，赤崖陀矣，蓋贯

蛇之颈而绝喉云。”这里有关于被蟒蛇所逐之鹿的逃跑的描写，有关于蟒蛇狰狞的描写，还有蛇被

杀时声震山谷的描写，这些描写采用的是夸张的文学描写手法，它虽然也与主要人物和事件相关，

但却不是情节本身所必需的，它的存在仅是起到渲染多四郎杀蛇时的紧张气氛、以及加深读者对

描写对象的直观感受的作用。其他如《鲭石君传》关于冤死的鲭石君魂灵所化的复仇幻象的描写，

《七窝记》关于龙翘首逐杀贪婪的某藩之役的描写，都带有这种不甚合乎笔记文体的笔法，它给

文本带来的是接近于唐传奇“施之藻绘”的文采效果。 

虽然在文体上《啜茗谈柄》主要是模仿笔记体的写法，但同时它又吸取了史传的一些体制特

点。史传在叙事结束后，常以论赞的形式，在篇尾对所叙事件进行评论，如《史记》的“太史公

曰”，史传的这个特点后来被一些小说家所吸收，如《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等。《啜茗谈柄》

的大多数篇章也秉承了史传的这一体制特点，常以“蓝子曰”的方式，直接出面发表议论，或对

所叙事件、人物进行褒贬评价，或根据所叙之事、之物，进行一番考订，由于这些议论具有作者

自我言说的倾向，它们在文本中成为了一个非文学的相对独立部分，与小说的叙事风格并不完全

统一。前者如《七窝记》： 

 

蓝子曰：“麟虫三百有六十，而龙为之长，故龙之所栖，必水清而鱼聚焉。记曰：‘龙以为畜，

而鱼鮪不鯰，’信哉！”又曰：‘所以尚畜龙者，以易捕鱼也。’今某残忍，欲竭泽渔，故龙遏

之乎，然龙亦与残忍之人争，以眇其目，是其未神者乎！” 

 

这是作者就小说龙、人之争而发的议论。一方面作者认为某“欲竭泽渔”，是一种“残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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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但另一方面他也对龙居然“与残忍之人争”，使自己不幸“眇目”表示难以认同，认为是龙

“未神”的表现。这样的议论，虽然是非文学的，但它不完全游离于小说的叙事之外，而是站在

一个超脱的、更高的角度，对这个类似于寓言的故事做出评点，其所内含着的是作者对人世纷争

的一种态度和认识。由于这样的议论对理解小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启发，读者大体是可以接受的。 

考订式的文字如《刺大鼠话》后的“蓝子曰”： 

 

蓝子曰：“《广韵》云：‘鼹鼠，形如牛，偃河而饮。’中野之鼠几似焉。然《庄子》曰：‘鹪鹩

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鼹鼠与鹪鹩对，似小者。假令有如《广韵》所

载者，亦其种类固异，则其大皆当如牛，且不可与众鼠群也。然则中野之鼠，必非鼹鼠也，

岂众鼠亦历数百年不死，以致如此之大，犹人有彭祖者乎！” 

 

《刺大鼠话》中的大鼠，是经过了文学夸张描写的大鼠，即使是在民间传说，这种夸张的手

法也是常被使用的，作者把文学的夸张误读为真实，继而对之进行一番认真的考订，令人忍俊不

禁。与此类似的考订还有《大蜥蜴记》、《恙虫记》等篇，只是后者干脆去掉了“蓝子曰”，而把大

段的考订文字直接缀于叙事文之后。这样的文字，已完全游离了小说的叙事，故很难再将之视为

小说的有机部分。 

  

毋庸置疑，《啜茗谈柄》是日本作家模仿中国古代笔记小说而写成的作品。但从以上分析可

以看出，它虽然是模仿，却仍不失自己的文学品格。这种品格一方面体现在渗透于叙事内容中的

日本民族所特有的对社会人生的价值态度、情感意识和审美取向，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作为日本汉

文小说家，其在对异国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某种文学自觉，如在叙事中增加对情境的某些细致描摹

等。这种文学自觉意识的形成，或许是得益于这些汉文小说家所处时代所给予的有利条件——他

们可以同时看到从中国传来的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不同文体的小说文本。出于他们自身的学识修养

和文学兴趣，他们在模仿创作时或许主要选择了某种体裁形式，但可以肯定，在他们的写作过程

中，他们所阅读过的其他文体小说，也一定会潜移默化对他们的创作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就蓝

泽祇而言，他是汉学家，是儒者，这样的学识背景，决定了他在文体选择时，必然是首选笔记体，

因为比较之下，笔记体以“记”为尚，庶几乎史，历来受到中国古代学者的重视。但是，蓝泽祇

又非迂腐到真以为自己是在记史，实际上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写作行为无非是在“记”“诡怪可喜之

事”，以达到“搅其情”的审美愉悦目的，而这就为他在写作过程中借鉴有“藻绘”之誉的唐传奇

等小说文体留下了空间和可能。当然，也正因为蓝泽祇不是文学家，不是小说家，因而他的文学

自觉又是十分有限的，其诸多不足，已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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